AI时代，
我们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人文危机
来源 | IPP评论
AI对"人"的重新定义：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全面、更隐蔽
　　郑永年教授指出，人工智能最深层的意义，也是对人类最深刻的威胁，在于重新定义"人"本身。AI既作为技术改变人，也作为环境塑造人，已经全面嵌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正在变成人存在的环境，成为一种生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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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1月6日，Elon Musk在《Moonshots》播客中进行了一场长达170分钟的深度访谈。马斯克在节目中认为，通用人工智能（AGI）可能在2026年出现，并在2030年左右达到超过全人类总智能的水平。届时，AI将为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，但也会有剧烈的社会调整和冲击。
　　郑永年教授认为，人类发明技术的本质目的，是为人服务，为了增进人类的福利。更重要的是，技术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、苦力劳动中解放出来。
　　AI当然是一种技术。但与过去人类发明的所有技术不同，AI既作为技术改变人，也作为环境塑造人，已经全面嵌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——信息、教育、工作、社交，甚至国家运行之中。一旦人们拥有了它，就不可能离它而去。就像空气一样，你逃不开。AI正在变成人存在的环境，成为一种生态。在这个角度上看，人工智能最深层的意义，是它可能重新定义“人”本身。
　　他提出，某种程度上，AI更像是一种"人造的上帝"——它是人造的，但又像上帝一样在定义人、塑造人。西方思想史上，"人"的定义至少经历过三次重大迭代：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说"认识你自己"，亚里士多德说"人是理性的政治动物"；基督教中世纪，人从"理性的主体"变成了"神的子民"；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，笛卡尔的"我思故我在"将理性重新确立为人的本质。每一次变化都经历过漫长的争论、冲突甚至战争，但最终是人自己完成的。
　　而这一次，定义者变成了"人造物"，过程却异常安静——没有人争论，没有人反抗，大家高高兴兴地用着ChatGPT和DeepSeek，不知不觉地接受着算法推送的信息和判断，在"傻乐"的状况下完成了"被定义"的过程。可以说，这一次对人的重新定义，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全面、更隐蔽、更无处不在。这种"安静"本身，就非常可怕。
　　关于技术发展的目的，郑永年教授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：技术到底是为了"解放人"，还是为了"取代人"？过去的技术本质上是"赋能"的，从农业社会的犁到工业革命的机器，都是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。但在人工智能社会，已经开始从"赋能"转向"去能"——它在体力意义上取代人，更在脑力意义上取代人。
　　他警示，"人工智残"不是未来才会发生的问题，它已经在发生。人工智能时代成长起来的人，如果一开始就依赖人工智能，那么他自己的智能可能还没有形成，就被外部智能替代了。他的大脑始终没有经历过从"无知"到"知"的完整训练，也就无法真正体会到"理解"的快乐。从知识和思想层面，我们可能面临"一代不如一代"的危机。
　　他同时指出，马斯克关于未来高福利社会的设想，讲的全是技术，没有讲政治——他只回答了"技术能做到什么"，却没有回答那个更根本的问题：谁来使用这个技术？谁来控制这个技术？
　　郑永年教授还追问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人如果不劳动了，还是"人"吗？马克思说，人是劳动的产物。劳动不只是为了赚钱糊口，它也是人感知自身存在的方式。当人不再需要劳动，甚至脑力劳动都被替代，人就可能退化成一种纯粹本能性的存在——像动物一样，饿了就喊，困了就睡。这样的人，还能叫“人”吗？如果真的实现了马斯克的预言，那么就没有留给“人”的空间了。
技术与人文危机：
人文的发展速度根本配不上技术的"加速度"
　　郑永年教授指出，与技术进步相比，人文社科一直处于衰落状态，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正在加速衰落。技术本身不是人文，人文要解决的是人的意义层面的问题，技术解决不了。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只是"两种文化"的对立，而是一种更严峻的失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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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月20日，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·扎克伯格、劳伦·桑切斯、亚马逊创始人杰夫·贝佐斯、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·皮查伊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·马斯克抵达华盛顿国会大厦，参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。图源：Saul Loeb-Pool/Getty Images
　　郑永年教授认为，技术和人文并非天然对立。关键在于人类发展技术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技术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类，当然可以增进人文。但技术本身不是人文。人文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——人为什么活着、什么是美、什么是善。所有这些关于人的意义层面的问题，技术解决不了。
　　他举了奥本海默的例子。作为科学家，他是成功的。但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，他却无法定义这门技术的意义。科学和技术可以创造"力量"，但"力量"一旦被创造出来，就不再是科学家们所能掌控的。核武器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人类并没有因为发明核武器而变得更安全。这说明，技术本身不能定义人，而是要由人来定义技术。
　　关于技术主义和科技右派的本质，郑永年教授指出：它不毁灭人文，而且经常以人文包装自己，但它无视人文。它根本不在乎人的意义、美与善、文明的厚度与深度。它只在乎一个东西——技术能不能更快地迭代，能不能更高效地覆盖世界。科技右派们可能会把哲学当作"对齐工具"，把艺术当作"内容生成"，把文化当作"可优化的数据集"——一切都是手段，唯独不是目的。
　　他强调，人文的发展速度，根本配不上技术的"加速度"。二战之后，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，世界范围内再难出现堪比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伟大哲学家、思想家。我们有技术天才、有商业巨擘，但没有新的孔子、柏拉图、康德。这是因为，人文的节奏是"慢"的——它需要沉淀、需要反复、需要在孤独中孕育；技术的节奏是"快"的——它追求迭代、追求覆盖、追求不断刷新。这两种节奏天然不匹配，而在这场速度的竞赛中，人文注定被甩在后面。技术的发展正在吞噬人文赖以生存的时间和空间。
　　关于AI时代的文化传播，郑永年教授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判断：AI时代可能"有传播，但没有文化"。人创造文化和技术生成文化是两码事。文化是人和人、文明和文明之间碰撞出来的，是"化学反应"；而机器生成的内容是排列组合，是"物理反应"。智能时代的文明是趋同的，具有同质性，因为无论哪一个大模型其生成逻辑是一样的。文明因为多元而美丽，智能社会导向的是"一元化"文明。这样的文明自然是无趣的，也是毫无意义的。
　　他进一步警示脑机接口的潜在风险。如果所有人都能通过脑机接口接入同一个模型，调取同一个知识系统，那人是什么？是一个终端，一个空壳，一个会呼吸的U盘。那不是人，那是机器人。如果人类只剩下调用知识的能力，而没有产生新思想的能力，那人类也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的意义。
教育与择业：
"形而上"归人，"形而下"归机器
　　郑永年教授指出，教育是唯一的希望，但必须重新定位人与AI的关系。关键是明确分工——"形而上"归人，"形而下"归机器。年轻人要做AI做不了的事，而不是跟AI抢它擅长的事。AI不会自动取代你，是你帮它学会了你，然后它取代了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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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14日，100多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在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·皮查伊的毕业典礼演讲期间离席抗议。抗议指向谷歌参与的“Nimbus项目”，该项目是谷　歌与以色列政府签订的一项云计算合同。
　　郑永年教授指出，教育当然非常重要，并且是唯一的希望。历史上每一次人类文明的转向，教育都是那个舵手。但前提是，人工智能时代，教育界首先要思考如何改革。
　　他认为，关键是要想清楚人和AI之间到底怎么分工。AI擅长实证科学、数据科学、经验分析——这些"形而下"的东西，处理数据、总结经验、算得快、算得准，AI比人强得多。但人文、美学、道德学、宗教、意义判断——这些"形而上"的东西，AI比不上人类。AI没有判断力，它只有执行力。希望就在要明确和AI的分工——"形而上"归人，"形而下"归机器。这个分工如果搞清楚了，AI就是工具，不是对手。但如果只是为了快、为了高效，不加反思地用，那不是人在使用工具，那是工具在使用人。这是非常危险的。
　　对于年轻人的择业建议，郑永年教授提出了一个简洁的原则：先看清楚AI已经取代了谁，再看看AI还没取代谁。他指出一个很讽刺的现象——AI最先取代的，恰恰是那些最"热门"的专业。不管是什么行业，越是被人工智能看上，这个领域就越依赖人工智能，也越可能更快被人工智能取代。这俨然已经是一个铁律，只是速度快慢不同。
　　他特别提醒，AI不会自动取代你，是你帮它学会了你，然后它取代了你。年轻人一定要意识到，如果你不想被人工智能取代，就不要成为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一部分。人和AI之间，应该是劳动分工的关系，不是你主动把自己交给AI替代的关系。你要做AI做不了的事，而不是跟AI抢它擅长的事。
　　郑永年教授强调，人工智能到现在为止，仍然是先"人工"，后"智能"。很多事情人工智能不能做，比如前面说的"形而上"的东西。要学会观察社会、政治、经济，并在观察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考，这些思考和判断是AI不能真正取代的。社会始终在变化，年轻人要走在前头，要牵着AI走，不是被AI牵着走。要让AI离不开你，而不是让它取代你。
AI社会的经济形态：
科技寡头经济与"虹吸式"垄断
　　郑永年教授指出，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形态完全颠覆了传统资本主义逻辑，最显著的特征是科技寡头经济的形成。AI经济的核心生产资料没有物理边界，垄断是"虹吸式"的而非"占有式"的。当前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的科技寡头现象，而是形成了全面的寡头垄断。
[image: IMG_259]
2025年1月15日，美国前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总统任内的告别演讲。在演讲中，拜登警告“权力危险地集中在极少数超级富豪手中”，美国正在形成“一个由少数富人组成的寡头政治”。图：白宫
　　郑永年教授指出，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，本质上是产业资本主导的。马克思当年剖析的，正是这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。但传统资本主义有一个特点：生产资料是有物理边界的。钢铁厂就是钢铁厂，油田就是油田。要垄断它，得先占有它。而且，这套体系后来慢慢演化出了一些制衡机制——工会代表劳工谈判，政府通过反垄断法拆分过度集中的资本，福利制度缓解贫富分化。
　　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形态，完全颠覆了这个逻辑。最显著的特征是科技寡头经济的形成。AI经济的核心生产资料，无论是数据、算法、算力，这些都是没有物理边界的。你无法像占领油田那样"占领"数据，但你可以通过平台和技术架构垄断它。这种垄断不是"占有式"的，而是"虹吸式"的——你越用它，它越强大；而你越依赖它，就越离不开它。
　　他认为，当前的垄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。过去反垄断之所以能成功，基于几个条件：第一，垄断事实确已形成；第二，存在庞大的中产阶级；第三，选举权的扩张使得政治人物和资本相对分离开来；第四，媒体作为"第四权力"能够发挥监督作用；第五，工会与劳工力量较为强大。但如今这些条件均在全面弱化：资本垄断空前集中、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正重新走向合流、寡头全面掌控了平台权力、中产阶级规模持续萎缩、工会力量大幅衰退。
　　郑永年教授强调，当前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的科技寡头现象，而是形成了全面的寡头垄断。这是全面性的权力垄断。讨论人工智能，如果光强调生产力和经济效率，就会犯颠覆性的错误。生产力是经济问题，而谁来掌控则是政治问题。人们不能想象AI时代会是一个政治真空的时代。寡头经济结构必然催生寡头政治结构，进而导致社会阶层更加碎片化。
　　他指出，即使人们意识到对AI寡头也需要进行反垄断，但迄今还不知道如何反垄断。AI立足于互联网，自身缺乏物理边界，且高度依赖系统整合。一旦强行拆分，系统可能陷入瘫痪；而若仅仅要求其开放，又可能进一步加剧其"虹吸效应"。今天的平台权力已庞大到令人担忧的地步。一些小国虽然保留住了国家的外在物理形态，但其思想、信息、数据与文化，其实早已被平台剥夺，已经事实上的"名存实亡"。
阶级与社会结构：
未来可能只有"牧羊人"和"羊"
　　郑永年教授指出，未来的社会结构可能不再是阶级划分，而是少数统治者与多数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。人工智能最可能导致的社会政治秩序，是一种"牧民社会"的政治秩序。最令人担忧的是，未来的大众可能已经丧失了反抗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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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举行启动“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”机制高级别会议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辞说，这是全球聚焦这一变革性技术的主要平台（图源：新华社）
　　郑永年教授指出，未来的社会结构，可能不再是近代以来工业化社会的阶级划分。很可能不再有阶级了——不再是多个阶级之间的博弈，而是少数统治者与多数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。未来，社会可能只剩下少数掌握AI的群体，和绝大多数被AI塑造的普罗大众。
　　他表示，人工智能最可能导致的社会政治秩序，是一种"牧民社会"（或者"羊圈社会"）的政治秩序。由于"技术不可得性"，"牧民社会"对人类最大的冲击将是智慧的不平等——少数人像牧羊人一样"放牧"多数人，而多数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"被放牧"，就在"傻乐"的状况下接受了这个过程。AI自身快速发展，正逐渐扮演"牧羊犬"的角色。倘若人类依赖AI的趋势继续下去，最终结果必然是重返"奴隶式"社会。如果没有新的启蒙运动和新人文意识的崛起，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很可能是大倒退。
　　他特别指出，人工智能时代对于小众文化而言，可能是灭绝性的影响。"剥削"本质上是一种利用，而人工智能却可能直接消灭文化遗产，导致许多文化丧失自我延续的能力。AI不仅剥削劳动，还剥削思想、文化、判断力。这不仅是收入分配的问题，更深的危机在于——AI正在催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寡头经济，其垄断的广度和深度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次。
　　关于未来是否还会发生革命，郑永年教授表达了深切的担忧：面对这种趋势，最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，未来的大众可能已经丧失了反抗的能力。在过去，贫困阶层因温饱问题而燃起足够强大的革命动力，同时还有一批思想启蒙者能够将其动员起来。但在未来，如果人类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，或者思想本身已被人工智能所塑造，其革命的能力便会大幅削弱。人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身已处于一种被奴役的状态中——正所谓是"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"。
　　郑永年教授将这种状况称为"新型奴隶制"。它与古希腊、古罗马时代的奴隶制不同，并非必然伴随着肉体折磨，而是在高福利、高娱乐的糖衣包裹下剥夺人的主体性。届时，社会的政体或将演变为"寡头政治"，而国体则可能蜕变为一种"新型奴隶制度"。人类的命运将会掌握在少数人的"善恶之间"——如果统治者心存善意，社会秩序或许尚能维持；但若其心存恶念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　　最后，郑永年教授提醒，当前人们所看到的，往往是被AI包装的构建美好社会的愿景表象，但从底层逻辑深究，其最终导向并不一定真正美好。对此，还是希望人类能够保持清醒的认知。
AI文明的未来走向：
反抗很难，但文明还有循环的可能
　　郑永年教授指出，暂缓AI发展在现实中难以实现，各方都在搞"加速主义"。人工智能越发达的地区，未必越具备可持续性。在AI未来方面，中国文明势必扮演一个关键角色。我们需要一种AI时代的新文明叙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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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4日，大连国际会议中心，机器人在制作咖啡。6月23日至25日，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办。本届论坛中人工智能、机器人等议题备受关注，相关议程超30个。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
　　郑永年教授指出，有人提出过暂缓AI发展，等厘清方向再推进。但这在现实中难以实现，毕竟各方都在搞"加速主义"，没人愿意停下。人工智能本身已逐渐演变为一个全知全能的"新上帝"，传统宗教力量在它面前已很难产生真正的约束力。
　　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判断：人工智能越发达的地区，未必越具备可持续性；相反，其发展越强盛，或许走向毁灭的速度也越快。未来的人类文明，甚至有可能从没有产生过AI的边缘地带重新萌发。回顾历史，诸多人类文明都曾走向消亡。文明本身是可能消亡的，人工智能文明同样不具有绝对的永恒性。一旦其走向自我毁灭，新的文明或许就会在某个尚未接触过人工智能的角落重新起步。历史的演进，本质上可能就是一个循环。
同时，郑永年教授对中国文明在AI未来中的角色寄予期望。在AI未来方面，中国文明势必扮演一个关键角色。历史上，中国文明历经各种经济形态，能够包容和消化各种变化而生生不息。今天，在这个领域，我们和美国都处于第一梯队。但是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不仅要竞争发展这一技术，而且要使得这一技术来延续和丰富我们的文明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一种AI时代的新文明叙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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